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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先啟後：
羅光中國哲學思想史研究中的佛學研究

徐明生

［提　 要］ 　 佛學研究是羅光中國哲學思想史研究中的重要部分。 基於對中國文化的深厚情感和理

解，羅光在中國哲學“合法性”問題上持肯定態度，並借鑑西方哲學的方法來重新梳理中國傳統哲學

思想。 他非常強調中國佛學的範疇體系，力圖在範疇的統領下，使中國佛學更具系統性和整體性。
在對佛學的理解方面，羅光堅持以“生生之理”統攝儒釋道三教，堅持“儒佛一致”，但又反對過於抬

高佛學並使其淩駕於儒學之上的傾向。 羅光的佛學研究，繼承了民國以來佛學研究的知識論轉型、
宗派意識的超越等優點，而深厚的士林哲學功底，又使其佛學研究更具邏輯性和系統性。

［關鍵詞］ 　 羅光　 佛學研究　 儒佛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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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光是當代台灣新士林哲學的傑出代表之一，被譽為“結合士林哲學與中國哲學方面的最有

成就者”①。 羅光的思想體系中，中國傳統哲學是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而其中，又以羅光對儒學的研

究最為用功。 在中國傳統哲學的研究方面，羅光以“生命哲學”命家，發揮儒家形上學和心性之說，
融會天主教哲學，借鑑西洋哲學的方法，在其時的思想界獨樹一幟。 羅光既重視傳統學術，除了對

儒家的深入研究外，對作為傳統學術兩大組成的佛道也有獨特的見解，將佛道同時納入中國哲學思

想史之中，使儒釋道成為一個有機整體，作為其創立“生命哲學”的堅實基礎。

一、中國傳統文化本位基礎上的融貫中西———羅光的基本文化觀

文化觀是羅光寫作《中國哲學思想史》的基本指南，直接影響了羅光對中國傳統哲學的價值判

斷和寫作的方法。 自鴉片戰爭之後，文化思想領域開始圍繞著中西文化的優劣展開爭論，眾多有識

之士開始從思想文化層面反思近代中國在器物層面落後於西方的事實，到了“五四”新文化運動之

時，知識界掀起了以西學批判中學的思潮。 許紀霖將文化領域的“中西之爭”概括為三個階段：“大
致說來，從鴉片戰爭開始到辛亥革命失敗，是致力於中西文化互相調和的時期；從五四新文化運動

興起到三十年代前葉，是致力於中西文化互相批判的時期；從抗日戰爭爆發前夕到新中國成立，是
致力於中西文化互相融合的時期。”②總體看來，“東方文化派”以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為

本位，主張用中國傳統文化來救西方文化之弊，他們一般將中國傳統文化看作是重精神、重調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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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而將西方文化視為一種重視物質文明的文化，所以看重理性，看重科學。 其中，以梁漱溟在

《東西方文化及其哲學》一書中的文化觀最為典型。 而西方文化派一般將文化看作是生物對環境

的一種適應，因此以更為適應環境的西方文化為先進的文化，主張要用西方文化來改造中國文化，
甚至主張“全盤西化”，以胡適為典型代表。 文化領域的“中西之爭”在思想界影響久遠。

羅光的基本文化觀，體現在其對於“新哲學”的提倡。 在展望中國哲學未來時，羅光主張“把舊

的和新的思想，裝在新的酒罈裡，使舊的要超越舊的意義，和新的結成一體，融會成中國的新哲

學。”③與“東方文化派”及“西方文化派”都不同，羅光所提倡的“新哲學”，乃是一種“綜合”的創

新，即要採中西文化之長，在此基礎上“融會”成新哲學，在文化上表現出開放的態度。 具體來說，
就是要立足於中國傳統文化，吸收西方哲學尤其是天主教哲學中的形上學和知識論等成果，完成本

土文化的傳承與創新。 也就是要將傳統學術與西學尤其是天主教哲學接軌，因此羅光在哲學上尤

重形上學、知識論和倫理學，試圖用西方哲學的方法重構中國哲學。 體現在中國哲學思想史的撰寫

上，其突出特色在於對待中西思想的“各取所長”的開放態度和方法論的創新。

二、方法創新、內容融貫———羅光中國哲學思想史研究的整體特色

羅光以前，學界已有用新方法重構中國哲學的嘗試。 1919 年 2 月，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
出版，蔡元培為之作序，論其長處有四：第一是證明的方法；第二是扼要的手段；第三是平等的眼光；
第四是系統的研究。④從蔡《序》中可以看出，胡適治中國哲學史，要在方法論的創新，冀用西方哲學

的方法，超出門戶之見，重新組織和統一中國傳統哲學。 余英時認為蔡元培所論四點“當然都受了

西方哲學史的影響，但是同時也和考證學的內在發展相應。”⑤關於胡適治哲學史在方法上的特點，
余英時還論道：“胡適在學術上的興趣本在考證，不過他想比清代的考證再進一步，走向歷史，特別

是思想史的綜合貫通的途徑。”⑥在文化觀上，胡適雖然是典型的“西化論”者，而在學術方法上，胡
適追求“綜合融貫”。 作為胡適的弟子，馮友蘭在中國哲學史上的成就得到更多的認可，周質平認

為馮友蘭是治中國哲學史之集大成者。 馮友蘭得到如此高評價的原因，除了他對中國哲學史用力

最勤，也部分地由於其在情感上表現出的對中國傳統哲學的同情，即翟志成所謂 “便能以較為同情

的態度，與中國的傳統經典及先哲進行內在對話。”⑦

羅光的中國哲學思想史研究，兼具胡適和馮友蘭的優點。 在方法上，用西方哲學的範疇體系來

重新建構中國哲學。 羅光認為，中國哲學雖然沒有系統的著作，但中國哲學探討的問題依然與西方

相同，只是側重點不同。 在《自序》中，羅光自述其治學方法：“所用方法，則是歐美研究哲學思想的

方法，注重說理，注重系統。”⑧之所以需要借用西方哲學的方法，建立“新哲學”，是因為其對中國傳

統文化的缺陷有著清醒的認識：“中國文化當然也有缺點：如過於保守，墮性力強；陶醉於自然，發
揚詩歌繪畫，忽略嚴密的思考；以文人為重，輕視工商，荒廢科學的研究；囿於現實生活以內，所有精

神享受，都裹在物質以內，《老》、《莊》雖願超脫，卻流於追求現世的長生。”⑨雖然對傳統文化滿懷

情感，但是情感並未蒙蔽理性，羅光清楚地認識到，中國哲學要煥發新生，必須要有現代的方法，發
現其內在邏輯與系統性，方可躋身哲學“神廟”。

借鑑西方哲學方法最典型的表現，是羅光用西方哲學的範疇來條貫中國哲學，重點在於形上學

（存有論）、認識論，落腳點在於倫理學。 這種研究范式，張岱年應用較早。 在氏著《中國哲學大綱》
（1935）中，張岱年以範疇系統來梳理中國哲學，尤其注重建立中國哲學自己的範疇以因應西方哲

學中的範疇和概念，其典型，是以“本根論”因應西方哲學中的“本體論”。 張岱年在《自序》中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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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方哲學的範疇來梳理中國哲學的原因：“在現在來講中國哲學，最要緊的工作卻正在表出其系

統。 給中國哲學穿上系統的外衣，實際並無傷其內容。”⑩在研究中國哲學的方法論上，張岱年做了

有益的嘗試，尤其希望尋繹出中國哲學本土的範疇以謀求中國哲學的合法性和獨立地位，其成效暫

且不論，這種尋求中國哲學獨立性的意識有助於增強本土學術和文化的自信，達到與西方哲學平等

對話的目的。 研究方法上的超越意識並沒有克服張岱年在中國哲學內容選擇方面的保守性。 張岱

年在《自序》中說：“本書所謂中國哲學，專指中國系的一般哲學。 中國的佛教哲學雖是中國人的，
而實屬印度系的，故不在本書範圍之內。”􀃊􀁉􀁓對比張岱年，羅光在中國哲學的內容方面則表現出涵融

的心態，這也是羅光治中國哲學的第二個特點，即以儒學作為傳統哲學思想的主體，以道佛為補充，
並以“生生之理”統攝三教。

羅光以為，儒釋道三教皆以“生生之理”為追求對象。 “中國哲學為追求天理之學，生生之理便

是中國哲學的對象。”􀃊􀁉􀁔“佛教的哲學，為宗教信仰的一部分，由唯識到修行，由修行到得道，最後進

入涅槃，達到常樂我淨。”􀃊􀁉􀁕在“生生之理”的統攝之下，羅光對儒釋道三家哲學均以西方哲學的範疇

重新進行了表述，體現了結構上的一致性和內容上的整體性，這在中國哲學的研究上具有開創意

義。 後來的治中國哲學思想者，多注重中國哲學本土範疇的發掘。􀃊􀁉􀁖此外，晚出的中國哲學史研究

著作，均將儒釋道三教納入其中，作為中國傳統哲學的三大支柱。

三、佛學研究在羅光中國哲學思想史研究中的地位

（一）“人生哲學”———羅光所理解的中國佛學

如前所述，羅光所理解的佛學，和儒道一樣都是“動”的哲學，其根本在於解決人生之問題。 這

一理解，可能和清末民初以來的“人生佛教”運動有關。 20 世紀 20 年代初，太虛大師高舉“人生佛

教”大旗，為扭轉佛教耽於“救亡度鬼”的傾向，開展轟轟烈烈的“人間佛教”運動。 太虛大師所倡導

的“人生佛教”，掀起了佛教“教理、教產、教制”三大革命，其宗旨是要將佛教改造成關注現實人生、
解決人生具體問題的宗教。 其實在太虛大師之前，楊文會已經開始會通儒佛，以儒家為菩薩化現，
認為周孔之道雖是世間之法，亦隱含出世間法；佛菩薩之道為出世間法，亦賅括世間法，從而為佛教

的入世作了理論上的鋪墊。 自太虛倡“人生佛教”以來，“人間佛教”運動逐漸蔚為中國佛教發展的

主流，此後，印順等大德，在“人間佛教”理念的指導下，不斷推動佛教關注現實人生的趨勢。
羅光對中國佛教的理解，從根本上與“人間佛教”運動的目標和方向一致，都認為佛教的根本

在於解決人生之問題。 不同之處在於，太虛“人生佛教”的革命更多出於現實的需要，既有佛教自

身發展的問題，也有救亡圖存的菩薩氣概。 而羅光則更多側重於學理上的理解，將“人生哲學”視
為儒釋道三教的根本共識，並在此基礎上建立“人生哲學”的形上學。

（二）羅光佛學研究的學術史淵源

羅光對佛學的重視，實際上跟清末民初的“佛學復興”􀃊􀁉􀁗有關。 太虛大師論及民國佛學之盛云：
“宋元以降，純佛學上研討之風，未有如此時之盛者。”􀃊􀁉􀁘從《中國哲學思想史·民國篇》來看，羅光

很可能受到民國及後來一些學人的影響，尤其在於中國佛學的總體看法以及對中國佛學中唯識學、
華嚴宗和天臺宗的特別關注。

民國以來的學人中，羅光非常推崇方東美，讚其為“民國時期裡最有哲學思想的學人”。􀃊􀁉􀁙羅光

對方東美論中國哲學的通性及中國哲學整體特徵的理解，總共有四個方面：“中國哲學最基本的通

性，在於以哲學研究人生。 第二個通性，由宇宙說明人生，以宇宙人生為一整體。 第三個通性，在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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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都求超越現實宇宙而進入一理想宇宙。 第四個通性，這種超越不外乎人性，而在人性之內。”􀃊􀁉􀁚

基於此，羅光以為“中國哲學無論儒家、道家、佛教，都以研究人生為對象，以求人生的提升。”􀃊􀁉􀁛羅光

之所以推崇方東美，主要在於方東美亦以生命的思想為其哲學的中心思想。 在學術興趣上，方東美

最看重《易經》，而於佛教最喜華嚴一宗，這些都可能對羅光產生影響。 雖然羅光與方東美在中國

哲學的研究上共同點頗多，但出於護教的立場，羅光不同意方東美對天主教的批評，認為方東美

“對於天主教的精神生活並沒有入門研究過”。 􀃊􀁊􀁒所以不可避免地對天主教產生了誤解。
至於唐君毅對中國哲學的貢獻，羅光認為是整理了中國古代的哲學思想。 “在民國時期，整理

中國哲學，唐君毅應該算是有功的哲人，不是在考據方面整理古籍，而是在思想上整理了中國古代

的哲學思想，使古代所有的重要哲學觀念，有確定的意義。”􀃊􀁊􀁓唐君毅在《中國哲學原論·自序》中稱

梳理中國哲學之方法為“即名求義”。 即特別重視中國哲學中的核心概念和範疇在不同歷史時期、
不同思想家哲學體系中的具體內涵，進而“亦自有及於高明之義”􀃊􀁊􀁔。 唐君毅將哲學分為名理論、形
上學、人道篇、價值學、文化哲學、哲學之方法等。 這種整理中國哲學的方法，為羅光所認同，所以羅

光也很推崇唐君毅，認為其“不是一位僅僅寫中國哲學史的人，而是一位有自己的思想之哲學

人。”􀃊􀁊􀁕唐君毅融通儒佛及一神教的態度，也為羅光所認同，羅光以為其哲學主張“是想會通儒家和

一神教及佛教。”􀃊􀁊􀁖對於唐君毅融合儒、佛、基三種思想的方法，羅光則表示了不認同：“以心靈生命

為中心，心靈生命為知識，知識為觀照，觀照則按佛教所講，為心靈的觀照。 ……用這種思想建立融

合儒、佛、基三種思想，很難說有成功。”􀃊􀁊􀁗唐君毅以東方哲學中的核心概念來融合儒佛基三種思想，
羅光以為是不可行的。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的長處，和胡適《中國哲學大綱》一樣，在於開創用研究西洋哲學的方法，
講論中國哲學思想。 這種方法論上的創新對羅光來說是有啟發的。 不過羅光不同意馮友蘭不重

《易經》的傾向，且認為馮友蘭論隋唐佛學不夠系統，而馮友蘭在中國哲學史顯露的缺點，主要“在
於缺乏形上學的學識”􀃊􀁊􀁘。 牟宗三對羅光的影響可能主要在於對天臺宗的評價最高，並推其為真正

的圓教。 羅光對梁漱溟的總體評價雖然不高，但肯定其對儒家思想的概括，即是一個“生”字，“整
個宇宙在生命結構成一體”。 總的來說，羅光以“生生”為儒家哲學的核心概念，受到熊十力、方東

美、梁漱溟等諸多學人的影響。
（三）佛學在中國哲學思想史中的地位

羅光並不像張岱年一樣，把佛學看成是印度的哲學和思想，而是將其視為傳統哲學的一部分，
這不僅區分了中國與印度佛教，而且抓住了中國佛學的本質特徵。 中國佛學自晉宋之際由竺道生

倡涅槃學而實現一大轉變，即涅槃佛性論成為中國佛教的中心議題。 隨著這個主題探究的深入，如
來藏一系經典成為中國佛學界關注和研究的中心。 且隨著《大乘起信論》由“一心二門”開啟“體用

相即”思維方式的確立，佛教加速了中國化的步伐。 後來天臺、華嚴、禪諸宗皆以對佛性的思考作

為重點，心性論成為隋唐以來宗派佛教的核心問題。 對心性的關注，成為儒釋道三教融合的重要橋

樑。 羅光看到了儒釋道在追求“生生之理”上的一致性，也間接揭露出佛教中國化的本質，即適應

中國文化重視現世、重視人生的傾向。
正因為儒佛有著共同的研究對象，羅光倡導儒佛合一。 如羅光雖不同意清末汪縉融會儒佛的

論斷，但只是認為汪縉在論據方面存在問題，若“以《易》為宇宙本體”􀃊􀁊􀁙，則儒佛在本體論上是有共

同語言的；對於歐陽竟無融會儒佛的傾向，羅光則表示讚許。 羅光雖然認為中國佛學以“生生之

理”作為研究對象，揭示出佛學和儒道在研究對象上的一致性，但是仍然堅持以儒學為主體，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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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佛學淩駕於儒學之上。 羅光對近代一些學人崇佛抑儒的態度及思想提出批評，如批評章炳麟的

本體論，不同意章炳麟將佛學置於儒道之上、以佛學為中國哲學正統的觀念，認為其對儒道兩家的

最高範疇存在誤解。 比如章炳麟將佛教的“無”等同於道家的“無”是錯誤的，也不同意章氏將《易
經》作佛教唯識的解釋；同時，章氏接納佛教唯識論和《大乘起信論》的思想，並沒有達到天臺宗和

華嚴宗止觀思想的高度；此外，還批評熊十力假借《易經》太極和乾坤的觀念，建立一個本體論，再
用佛教的思想方法去講本體的“新唯識論”等等。

四、羅光中國哲學思想史中的佛學研究之特色

（一）方法之特點：西學之方法，“新佛學”之延續

一般以為，近代中國佛學研究的路向，是以知識論轉型為方向，促成近代思想啟蒙。 近代學人

普遍認為，中國佛學衰微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不重知識，“徒憑直覺，隨意立意”，從而導致是非不

辯的顢頇學風與相似佛學的流行。 也有不少學人認為，對佛教稍加改造，即可成為一種中國式“文
藝復興”的思想資源。 梁啟超謂之為“新佛教”。 梁氏在《清代學術概論》（1920）中，將“新佛教”說
成是中國近代啟蒙的一大法流。 胡適將禪宗思想運動看作是一場中國式的文藝復興運動。􀃊􀁊􀁚對於

近代以來佛學研究知識論的轉型，龔雋總結為：“新時代的佛學理念並不一味盲從傳統佛學有關教

理與教史的模式，而主張融納新知，以近代的知識方式去組織與抉發傳統佛法的精義，並再造出新

的佛學圖式。”􀃊􀁊􀁛儘管歐陽竟無與王恩洋多次表示了對西方哲學與宗教傳統的反抗，􀃊􀁋􀁒但歐陽竟無並

非一味反對新知，而是要在謹慎的意義上融攝新知。 其在《今日之佛法研究》（1923）中說，佛學研

究除了“整理舊存”，還需要“發展新資”，“廣採時賢論”等。􀃊􀁋􀁓

從近代佛學研究知識論轉型的意義上說，羅光對中國佛學思想的研究，擯棄了傳統的歷史意識

和“學案”的方式，注意用西方哲學的範疇，在整理傳統佛學思想的基礎上，融攝儒、佛、基三教，發
展出以“生生之理”為研究核心的生命哲學。 從某種意義上講，這是對近代以來“新佛學”思想的延

續。 近代佛學知識論轉型的首位探索者，應推謝無量。 謝氏論佛教因明學，開宗明義就說，西方亞

里士多德的論理學與佛教因明學之間“其推理方式，有相通者，亦今日言論理學者所不可不考

也”􀃊􀁋􀁔。 謝氏在《佛學大綱》下卷中，用了四章的篇幅來介紹佛教的因明學，並將因明與論理學進行

比較研究。 羅光也非常重視中國哲學思想中的知識論研究，在《中國哲學認識論》一文中，羅光詳

細闡述了儒釋道三家的認識論。 其中，《佛家的認識論》論述了“唯識論”、天臺宗的“摩訶止觀”以
及華嚴宗的“海印三昧”並且以天臺與華嚴的認識論為最高。 “如來藏為客塵所覆，塵勞所污，須要

修行，以加無漏種子。 佛的正見智慧不漏種子。 所以《楞伽經》、《涅槃經》的佛性如來藏還不是最

終的講法，後來由《起信論》開起的真如緣起論，天臺宗和華嚴宗才到終點。”􀃊􀁋􀁕對認識論的特別重

視，正是羅光推崇唯識、天臺、華嚴三宗的原因。
（二）內容之特點

1、追根溯源

羅光以為，“思想的演變和歷史的環境有密切關係”􀃊􀁋􀁖，因此，羅光在論述中國佛教思想史之前，
先扼要論述古代印度的哲學思想以及印度、中國佛教的簡要歷史。

對傳統印度哲學思想和歷史的重視，是民國佛學撰述的傳統，湯錫予指出：“研究佛教史，必先

之以西域語文之訓練，中印史地之旁通。”􀃊􀁋􀁗龔雋對此傳統概括道：“近代知識史觀念的流行對於佛

教通史書寫的一個重要啟發，就是治中國佛教史，必須會通到印度教史，甚至印度思想文化史（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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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學）的探源中，才可以獲得正解。”􀃊􀁋􀁘民國學人治佛學，多重視印度哲學思想和文化。 如湯用彤

1920 年編輯《漢文佛經中的印度哲學史料選編》，1945 年出版講義《印度哲學史略》；梁啟超在 20

世紀 20 到 30 年代關於佛教史的書寫中，已作了不少有關印度佛教的研究，如《印度佛教概觀》
（1920）、《佛陀時代及原始佛教教理綱要（原題印度之佛教）》 （1925），《讀〈異部宗輪論〉述記》
（1921）；􀃊􀁋􀁙太虛法師一脈雖以中國佛學為本位，但非常重視印度哲學的研究。 如《海潮音》刊發了

很多關於印度哲學的論文。 印順法師在 40 年代作《印度之佛教》，表示佛教雖因適應本土文化而

在世界各地產生差異，但差異的根源，還是在於印度佛教本身的多樣性，所以“欲知佛教之本質及

其流變，應於印度佛教中求之。”􀃊􀁋􀁚內學院亦重視印度佛教及印度哲學，其目的在於澄清中國佛學在

發展過程中的流弊。 歐陽竟無在 1923 年就提出佛學研究必須淵源印度，“大小通談，融求的當”􀃊􀁋􀁛；
呂澂特別重視印度佛教的學史與教理研究，除編譯《印度佛教史略》（1924 年）之外，還有《印度佛

學史》（未刊稿）之作。
羅光繼承了先賢重視印度古代哲學和思想的傳統，對古印度重要的幾派哲學都作了介紹，並追

溯了佛教思想形成和發展的思想背景。 羅光對古印度哲學思想的介紹，重點在於六派哲學的基本

觀點，對於印度佛教誕生發展的歷史脈絡，則幾乎沒有提及，只在“中國佛教史略”一章中簡略提及

了印度初期佛教。 羅光並非對印中佛教的發展歷史瞭解不深，而是他認為作為思想史的寫作，重點

應在對於中國佛教思想的論述之上。 重視思想產生淵源的“追本溯源”方法，對於中國佛教思想史

的寫作是有啟發意義的，在晚出佛教思想史、佛教通史的寫作中，也愈來愈重視佛教所誕生的古印

度哲學和思想背景。
2、追求系統

在內容的安排上，羅光首先論述佛教根本教理，再具體論述佛教的認識論、緣起論和本體宗論

及各宗各派的佛學思想。 羅光將佛學的根本教理總結為七點：四諦、因緣、法、存在、自我、心論及佛

祖所不討論的問題。 其中，“存在”明顯是借用了西方哲學的範疇。 “存在”問題在佛教的表現，是
討論“空”和“有”的問題。 總體而言，小乘說“有”，大乘說“空”，亦涉及認識論問題。 “小乘有的派

別主張感官直接認識外面客體的存在，有的派別主張由感覺而推論客體的存在。 大乘以識造成萬

法，心是萬法的根源。 唯一實有體乃是精神體的真心或真如。”􀃊􀁌􀁒在論述了佛教的根本教理之後，羅
光才圍繞佛學的幾大範疇展開各家理論的論述，凸顯了對中國佛學內在邏輯的重視。

近代以來，佛教學者試圖跳出宗派意識，以達到對佛學的整體理解，故而有佛學概論的寫作。
楊仁山號召研究“佛法之全體”，有助於超越門派之見，使佛學研究更為客觀。 王恩洋表示要以概

論來“示初學者以佛法之大綱，治學之正軌”。􀃊􀁌􀁓呂澂指出：“宗派之執，門戶之爭，已成為歷史上之陳

跡，……故概論研究通達大體，誠屬必要。”􀃊􀁌􀁔蔣維喬說：“凡是研究一種學問，總須先知道它的大體，
然後再分門專攻，前者就是概論，初學的人，應由這入手；後者就是各論，那是專門深造。”􀃊􀁌􀁕摒棄宗

派意識，以達到對佛法的整體理解，成為近代以來治佛學學者的共識。 羅光雖然沒有專門的佛學概

論類的著作，但在中國哲學思想史中對於佛學的內容，基本上也是按照這個理念撰寫的，這對於後

學從整體上把握佛學很有幫助。
3、執一統眾

在中國佛學的主體部分，羅光以“認識論”、“緣起論”和“本體宗論”來概括不同經典的思想特

點，使雜亂的各類經典各有所歸，易於讓讀者從整體上把握其核心思想。 “認識論”部分主要介紹

佛教因明和唯識學，因明為佛教邏輯，即佛教達到真理性認識所依循的規律；唯識談“萬法唯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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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在探索認識的來源和本質等。 將認識論作為佛學思想的首要內容，體現了士林哲學對羅光的影

響。 “緣起宗論”以“業感緣起”、“阿賴耶識緣起”、“如來藏緣起”、“真如緣起”分述《俱舍論》、《成
唯識論》、《楞伽經》與《攝大乘論》、《大乘起信論》，將這些經典的教理從緣起論的角度作了概括，
值得注意的是，羅光的分類頗有判教的意味，可以猜測，與中國傳統思維方式最相似、其後在中國佛

學發展史上影響至深的《大乘起信論》所立 “真如緣起”最為羅光讚許。 “本體宗論”主要論述《大
智度論》、《中論》、《涅槃經》中的諸法實相、佛性等義，而這些概念和士林哲學所探討的“存有”概
念有很大的相似之處。 綜合而言，羅光對中國佛教哲學思想的歸類，主要是借用了西方哲學尤其是

士林哲學中最主要的範疇。 最後，羅光以中國佛教宗派中的華嚴、天臺、禪宗三宗為中國佛學的代

表，之所以選擇這三宗，除了它們在宗派佛學中所佔的重要地位之外，三宗共同的特點是以佛性問

題作為核心，心性論非常發達。 以印順法師的劃分標準，都屬“真常唯心”一系，也因此與傳統的儒

道二教有更多的共同語言。 羅光借用西方哲學的方法，把中國佛教哲學思想建設成一個比較完整

的範疇系統，基本上達到了自己的寫作初衷。

五、羅光中國哲學思想史中的佛學研究之意義與評價

佛學研究雖不是羅光傾力之處，但其對於佛學的理解、對於佛學研究新范式的建立，都有很多

開創性的探索。 具體而言，在研究方法上，用西方哲學的範疇來重新梳理中國佛學，使之更加系統

化、條理化，至今仍影響佛學思想的寫作。􀃊􀁌􀁖在對中國佛學的整體理解上，羅光將“生生之理”作為佛

學和儒道二教共同關注的根本主題，抓住了中國化佛教的根本特徵。 當然，對中國佛學作如是理

解，也是為完善羅光的“生命哲學”理論體系。 “生命哲學”中“愛的圓融觀”，“融合了儒家的‘仁’、
天主教的‘愛’以及佛教的‘圓融’思想。 佛教的超越使人有圓融觀，佛教講求事法相融，萬法相融，
這種思想啟發了羅光提出‘愛的圓融觀’，追求人與天主圓融，人與宇宙萬物圓融。”􀃊􀁌􀁗從羅光整體思

想體系的高度看，其士林哲學的研究、中國哲學的研究乃至其中儒釋道三教的研究，都是“生命哲

學”理論有機整體的一個部分。
不過，可能由於過度追求佛學思想的系統性，追求佛學思想和儒學及天主教哲學的一致性，羅

光對中國佛教思想史的歷史發展並不重視，因此在中國佛學思想的研究上不太注重思想的歷史演

進過程。 如對於佛教中國化的歷史過程幾乎忽略不計。 此外，在中國佛學的內容上也有所取捨，如
並未詳述六朝時期的佛教諸種學派，唐以後的密宗、淨土宗等。 羅光對佛學思想整體性、系統性的

追求，是一種具有開創性的工作，能夠幫助來者從整體上去把握佛學，對於確立中國佛學的獨立性

也大有裨益，而在中國佛學的完整性、多樣性方面則有所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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